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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模范与词格重建

      ——清初当代词选中的辨体与尊体 

【作者】闵丰

【内容提要】 

清代初年大量涌现的清词选本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方式，这些当代词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体现出了清初

词家对于词体的反思与改造。清初词人推尊词体的用心反映出他们的文体自觉，而辨析词体的努力则

集中反映出他们的文体焦虑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于诗词二种文体的比较上。通过“诗人之

词”、“词人之词”等名目的提出与阐释，清初词人逐步建构起较为明确的选词观念，并在自身的选

词实践中传达出他们重建词格的行动，从而使词体真正被纳入诗体的规范之中。

【关键词】 词选/文体自觉/文体焦虑/选词观念/词格

    晚清词人陈廷焯在其著名的《白雨斋词话》中曾经就作词与选词二者孰难的问题进行过比较①，

这个问题在清代词学史上其实是颇有渊源的，词学史上最早将选词与作词并提对比的论断，目前所知

出自晚明词人俞彦。在《爱园词话》中，俞彦提出“非惟作者难，选者亦难耳”②，第一次将作词之

难与选词之难同等看待，他的相关论述曾被清初吴江词人沈雄征引，收录在《古今词话》中，说明此

论在明清之际还是较有影响的。清代词学复兴始于清初，而清初又是词选史上的极盛时期，那么，在

沈雄从事词学活动的清代初年，“选词之难”又处在怎样的一种具体境况中？清初词选数量众多，若

论在后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一种，无疑当推朱彝尊、汪森所辑《词综》，但是清初词选史的一个基本

事实是清词选本在全部选本中所占比重最大，说明清初选家最感兴趣的选词点还是在于当代。考察选

者之难，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回避这个庞杂而特殊的词选群。 

    一 

    清初词坛流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地域性，词选中很重要的一种类型也是地域性选本，像《西陵词

选》、《荆溪词初集》这样的当代郡邑词选大量诞生，足见词人群体对乡邦文献的重视以及对本派地

域性词风的自我认同，而清初其他综合型清词选本的备史功能主要地也是表现在存留各地词派词家、

全面展现词坛面貌，这一点是清初当代词选的共性。另一方面，即使是像傅燮詷编选《词觏》时那样

公开表态“无事于批评”③，他在实际选词过程中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流露自己的喜好，这说明无论以

选为论有多么困难，选本或多或少总会体现选家个人意志，何况操持当代选政的清初词家中并不缺少

主观上“有事于批评”之人。清初清词选本尽管结构较为驳杂，但对当下各派词人、各种词风的择录

口径总有宽严之别，这种选人选词力度与范围上的差异，便是选本批评效用的直接表现。 

    然而，鉴赏或点评具体词作、彰扬或贬抑具体词风，这些都还只是手段，是外在的现象，词选的

基本去取情况并不难掌握，但表象之下的深层词学内涵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选词的根本目的究竟

何在？数十年清初词选史、数十种清词选本，究竟蕴涵着怎样特定的选词本质？ 

    在笔者看来，清初人选清初词，其本质乃是反映了一种对于词的文体自觉与文体焦虑，而编纂当

代选本特有的“选词之难”也根源于此。众所周知，词体原本是一种音乐文学，在词与乐尚未分离的

时期，作词经常是为了应歌，选词有时就是选歌，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作者与选者，在词体的生

长、生发期，作词与选词都能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说明人们对于词这一创作样式的文体认知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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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途，十分宽泛，处于丰富而自由的状态中。清初词家起振数百年来词坛衰敝之态，号称中兴，不过

词乐失传已无法挽回，词的原生状态业已不可恢复，词体演化成为书面抒情文学样式之一种，这是清

人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清人的词体认知，相比唐宋人而言要狭窄得多，也专门得多，实际上就是

一个如何将词彻底纳入士人文学序列的问题，这里所谓的士人文学，不单是意味着士大夫作为创作主

体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指示一种精英文学观念。作为精英文学样式的词体若想得以可能，首要的前提

即词人的文体自觉，在清初词人所编选的清词选本中，这种自觉意识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强烈的尊体

观念。推尊词体几乎是清代任何词派在开展自身词学活动时都会借助的理论武器，而在清初，尊体的

任务尤为迫切，因为当代词家创作的经典性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无法与宋词相比，故而辑选一部当

代词选，不能只依靠作品的创作水准与成就来与古词选抗衡，从文体角度在根本上提升词的地位也许

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由于词在当代被赋予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全新价值，则今人所作亦自有古人所不

到之处，当代词选自然也就具备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清初清词选本中尊体观念的具体表现是相当丰富的，如陈维崧等人所辑《今词苑》，以选词比之

于存经存史；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编选《今词初集》时，认为诗词同根同源，表示词非诗余，二者并

峙，无有尊卑之分；康熙二十五年宋荦为蒋景祁纂辑的大型当代词选《瑶华集》撰写序文时，更是将

词抬到了国家典章、庙堂礼乐的崇高位置，这些无不反映了清初词人的文体自觉。从总体上看，推尊

词体的焦点还是落在了以《今词初集》为代表的诗词比较上，在遴选当世词人作品的过程中，清初选

词家提出了两种看法，一种即如《今词初集》，将诗词等而视之，以此来改变词体为小道的传统认

识；另一种承认词乃诗体之流变，从文体代兴的角度阐释词体须尊的合理性④，无论何种意见，都映

射出在清初这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词体开始真正走向诗体姊妹艺术样式的趋势。 

    如果说，清初选词家的文体自觉意识集中体现于尊体，那么其文体焦虑则集中体现在他们辨体的

努力中。所谓文体焦虑，是指清初词人在士人文学序列中为词体安排角色时所遭遇到的两难境地：词

别称倚声，然至清初已无声可倚，附会于诗诚为不得不然，可是若完全以诗比之、以诗解之，词体自

身的属性又在哪里呢？词体的推尊与演进一方面离不开诗学体系的强力支撑，另一方面却又必须离开

以保持文体的独立性。正由于如此，深入辨析词体也成为必然的要求，而且，辨体的难度也要远远高

于尊体，因为尊体所采用的许多方法——例如以词等同于经史或诗歌——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笼统的理

论宣言，立论者为了达到目的即任意比附，其内在的逻辑性是否真正成立则可以暂时不顾，也并不重

要，这种笼统的做法对于辨体的工作显然就不适用了，尊体更多的是在词与其他文体门类之间求同，

辨体则是存异。对于编纂清词选本的清初选家来说，文体焦虑所带来的辨体难度特别大，当代的词体

创作已经处于诗体的辐射中，如何在后者的巨大阴影中通过选词来展示词体的个性，进而传达出选本

的性质、建构起选本的类型，颇为棘手，如果选词乐结合时代的唐宋词，词之体气可谓先验存在，自

然不用格外费力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康熙中期宗元鼎所辑当代词选《诗余花钿集》中，有一处选词实例值得格外留意，此集所选并世

词家以吴伟业开卷，共选梅村词十五首，在词作之后附有编者转引尤侗之语以为评注： 

    先生七言古律诸体，流连光景，哀乐缠绵，使人一唱三叹，有不堪为怀者。及所制《通天台》、

《临春阁》诸曲，亦于前史之感，三致意焉。词在季孟之间，要皆合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

之致，其下笔之妙，实古人所不及也。先生遗命于墓前立石，题曰：词人吴梅村之墓。盖先生退然以

词人自居。⑤ 

    这段评注中提及了清代文学史上的一则著名掌故，即吴伟业遗命立石之事。史载吴氏临终有言，

死后着僧装入殓，墓前立石惟题“诗人吴梅村之墓”，在康熙十二年（吴氏殁后二年）其门人顾湄所

撰《吴梅村先生行状》中已述此事，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一文亦记之，而正史方志如《清史稿

·文苑传》、《嘉庆太仓州志》及其他大量笔记文集所记均同，可见此事在清代广为人知，非常著

名。以上宗元鼎所引尤侗之文出自尤侗《〈梅村词〉序》：“予观先生遗命，墓前立一圆石，题曰：

词人吴某之墓。盖先生退然以词人自居矣夫。”⑥在尤侗的记述中，“诗人吴梅村之墓”变成了“词

人吴梅村之墓”，是尤侗记忆有误吗？并非如此。同为尤侗撰写的《祭吴祭酒文》记录此事云：“立

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⑦与他处记载没有什么不合的地方。可见，《〈梅村词〉序》

中的说法是尤侗自己所改，这一处改动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吴伟业的遗命，是他对自身身份的最终认同，这种以诗为生命符号的心理实际上体现出诗体在古

人心中特殊崇高的位置，而尤侗在为吴氏词集作序时有意地作出改动，以词代诗，并称梅村词“皆合

于《国风》好色、《小雅》怨诽之致”，无疑是要取消诗词界限，以此来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宗元

鼎选梅村词开卷，引尤侗此文作为附注，首先也有着尊体的用心，但是宗氏是否真正认为梅村词可以

等同于浑厚和平的《风》、《雅》之调呢，在《诗余花钿集》卷首所选广陵词人郑侠如词作（21首）

之后，选家如是言：“仆既首卷选梅村、芝麓两公，秾丽绸艳之后，急选水部灵奥古淡之词若干



首。”⑧可见宗氏对自己所选吴伟业、龚鼎孳二人之词的定位都是“秾丽绸艳”，也就是词体的艳科

传统，而不是诗体的风雅比兴传统，倒是所选郑侠如词，“灵奥古淡”，相比之下更接近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中正诗学准则。选家既需要以诗释词，又不能放弃词的实际文体属性，这种选词理论与选

词实践上的反差正说明了清初选词家两难的文体焦虑状态，也使我们对清初当代词选的“选词之难”

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二 

    清初词人在纂辑选本的过程中，对于词体辨析进行了多个层面的尝试，其中也包括借鉴其他文体

门类已形成的传统批评手法（比如寻章摘句式的评点）。顺治十七年，与邹祗谟一同编订《倚声初

集》的王士禛在为这部大型当代词选作序时写道： 

    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君子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

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之属是也。⑨ 

    渔洋所论皆为唐宋词人，邹祗谟承接其说并加以发挥，又把评论对象移到了当代： 

    阮亭尝云：有诗人之词，有词人之词。诗人之词，自然胜引，托寄高旷，虞山、曲周、吉水、兰

阳、新建、益都诸公是也。词人之词，缠绵荡往，穷纤极隐，则凝父、遐周、莼僧、去矜诸君而外，

此理正难简会。⑩ 

    这种根据词人主体情质来辨味词作的话头，自然不会令人感到陌生，它在诗文批评领域内早已存

在。扬雄《法言·吾子》一篇论赋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北

宋李复评韩愈之诗，认为“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11)，而文学批评史上更为人熟识的

论断来自于陈师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

色。”(12)说韩愈之诗乃文人之诗，是指其“以文为诗”的创作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诗歌体性，

所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这样的界定，表面上看似乎重在强调作家主体，实质却还是在于作品的文体

特征，正如沈括所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13)同样地，苏轼以诗为词，自称“虽无柳七郎风

味，亦自是一家”(14)，与李清照所云“别是一家”(15)形成对照，乃是诗人之词，“别是一家”强

调词的文体传统，因此陈师道说苏轼之词并非词体本色；苏轼自己说陈季常之词“句句警拔，诗人之

雄，非小词也”(16)，包括晁补之说黄庭坚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着腔子唱好诗”

(17)，都可以看作是对诗人之词这个概念的阐发。在北宋元祐词坛，“以诗为词”是以苏轼为代表的

词人群体的集体创作现象，因此宋人对于诗词两种文体的体味与分辨已经十分敏感。 

    但是，一个作家的创作面貌与作品风格往往是非常丰富的，评论者通常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特

别强调其中的某一部分，所论并非全人，比如晁补之称黄庭坚词“是著着腔子唱好诗”，而在李清照

看来，黄庭坚是懂得词“别是一家”的不多的几人之一：“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

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18)李清照认为，晏几道、贺铸、秦观及黄庭坚四人作词不

同于苏轼那种“句读不葺之诗”(19)，也不同于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而词不可读，属当行词人

之词，这与陈师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20)的观点一致。宋人对于本朝词家的区判既已无

定，及至清代，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异见杂出，苏轼词被陈师道、李清照评为诗人之词，上文所引王士

禛语即将他与辛弃疾并列入英雄之词，这倒也还算普通，另外的几条归类也许就让人稍有点费神了。

王氏将晚唐五代词归入诗人之词，将基本承袭唐五代词风的北宋词家归入文人之词，既有别于宋人的

理解，也与今天词学研究者的眼光不尽相符，其所谓文人之词诸家，晏、欧二人在李清照眼里乃是诗

人之词（王氏所列四家，“晏”不知是指晏殊还是晏几道，《词论》将晏殊、欧阳修与苏轼等而论

之，晏几道则被视为词人），而易安既倡“别是一家”之说品评当世名公，其于自身亦当有本色词人

之充分自信，故依《词论》所述，则秦、李二人乃是词人之词；又在今天看来，王士禛笔下的诗人之

词与文人之词，基本应该可以归于一大类，其中究竟有何差别，似乎也不甚分明。 

    大致推测起来，王士禛在《倚声初集》序文中所提出的这种四分法，内在的评判准则前后并不一

致。在诗人之词与文人之词的分类上，他更看重的是词人主体，二晏、欧阳修等北宋词家，与晚唐五

代词人比较起来，身份要显得更为多元化，集创作主体、参政主体与学术研究主体于一身，这是北宋

文人的一大特色，即以文学创作而论，宋人自身更看重的还是正统文人文学范畴内的诗文而不是词，

这与专力于倚声的五代词人是很不一样的，王士禛以北宋诸公为文人之词，重心在“文人”而不在

“词”，而晚唐五代词被定义成诗人之词，指的是词人相对单纯的创作体验，在这里，纯任自然的词

体正始元音被称作了诗人之词，与宋人所指的那种抒写主体襟怀、化用诗体句法的诗人之词完全是两

回事了。 

    当然，王士禛的词论中，也反映出了关于词之文体观念的时代性演变，他把以柳永、周邦彦为代

表的词人归入词人之词，与宋代陈师道、李清照等人相比就显得另有取向。柳永与周邦彦是北宋词坛

变旧曲为新声的标志性人物，两人精熟音律，深谙词之体性，长于自度新腔，创制慢词，在拓展词体



功能形态方面贡献卓著。王士禛认为他们才是词人之词的代表，既包含着对柳、周主体身份的认定，

同时也体现出了清人心目中对于词体属性的某种认定，而后一点认识正是清人所独有，这是由清人相

比宋人更为深远的词史眼光所决定的。至于以苏、辛词为英雄词，显然只是针对其词风中共有的雄放

矫健一面而言，重心在词而不在人。 

    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这样的角度来辨析词体，宋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但是“诗人之词”、“词

人之词”等名目的首次正式提出，目前所知还是在王士禛的这篇《倚声初集》序文中，由此也可见清

初词人对于前代词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名目的提出也给予后人相当的启示，以至于

有清三百年间论词者屡屡使用(21)。王士禛是在编选当代词选的活动中总结出上述见解的，其理论意

义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当代的选词工作中，所以邹祗谟才会沿其话柄以论当代词人，邹氏所举诗人之词

六家：钱谦益（虞山）、王显祚（曲周）、李元鼎（吉水）、梁云构（兰阳）、熊文举（新建）、赵

进美（益都）；词人之词四家：吴鼎芳（凝父）、董斯张（遐周）、单恂（莼僧）、沈谦（去矜）。

以上十人中，吴鼎芳、董斯张二人是晚明词人（均卒于明崇祯年间），其余皆为由明入清之士。与王

士禛一样，邹祗谟的划分依据到底是在于人还是在于词也显得比较模糊，他说诗人之词“自然胜引，

托寄高旷”，词人之词“缠绵荡往，穷纤极隐”，这应当是指词风，然而仔细观察他列举的名单，诗

人之词六家无一不是清初名公，仕宦显赫，词人之词四家则均为风尘布衣（吴鼎芳、单恂甚至祝发为

僧），创作主体的身份差异如此明显，很难说邹氏没有以人归类的意图。即以词而论，说诗人之词

“自然胜引，托寄高旷”，其所谓“自然”，是指晚唐五代词那种高华秾艳的自然元音，还是平和淡

远的诗家自然之境？如李元鼎，邓汉仪评其词“其得《花间》之正传乎”(22)，据此则邹氏所谓“自

然”似乎应该是指前者，但是联系“托寄高旷”四字评语来看，又似乎应该偏向于后者。其实，清初

词体创作的实际面貌就并不单纯，词家一方面摹习唐五代北宋词以挽明人词曲混同、等而下之之俗

弊，另一方面，以诗为词、在词中寄托家国身世之感的写法也始终存在，两者往往集中在同一作者身

上，并行不悖。在创作中，清初词人既维护词的本色之境，同时又作着尽量向诗境靠拢、开拓词体的

尝试，如何协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如上述宗元鼎选《诗余花钿集》时的矛盾，以及邹

祗谟选《倚声初集》时的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是由作者决定的，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是“作者

之难”决定了清初选词家的“选者之难”。 

    此外，正如王士禛所理解的诗人之词与宋人不同，清人所谓的“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其

内涵也会发生变化，并不是固定的，比如王士禛以晚唐五代词为诗人之词，乃是强调其浑成天然之

妙，清代中期词人田同之则云：“从来诗词并称，余谓诗人之词，真多而假少，词人之词，假多而真

少。”(23)所谓词人之词假多真少，即指词体创作中“男子而作闺语”(24)的现象，这种代言体写作

正是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的重要特点，因此王士禛标举的诗人之词在田氏看来是词人之

词。又如邹祗谟以沈谦等人为当代词人之词，而晚清谭献在编纂本朝词选《箧中词》时，他所认可的

词人之词，唯有纳兰性德、项鸿祚与蒋春霖(25)，他的观点因被《清史稿》接受而具有了经典性： 

    清世工词者，往往以诗文兼擅，独性德为专长，仁和谭献尝谓为词人之词。性德后，又得项鸿

祚、蒋春霖三家鼎立。(26)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诗人之词”或“词人之词”的看法，选词家本人之自道有时也会有出

入，邹祗谟说沈谦等人为词人之词，但他同样说过云间诸子作词丽语而复当行，最是词家本色，如果

依照其后一种说法，清初词人之词就应该是一力师法唐五代词的云间词人，而不是以取法柳永、周邦

彦的沈谦诸家，以上两则议论均出自邹氏《远志斋词衷》，其前后不能一致，甚为明显。 

    由此看来，不仅作者难，选者难，就连阅读这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选本，若想摸清其脉络，都

是件困难的事情，可谓读者也难。清初清词选本中的辨体实践，究竟有着怎样的演进轨迹呢？ 

    三 

    我们今天审视清初“诗人之词”诸概念的提出及其不同层面的内涵，若一定要去判断何者为是、

何者为非，实属无谓，然而探索分歧产生的原因，却还是有着相当的价值。正如上节所述，创作实践

的情况会影响论词、选词的趣向，而清人填词以习法前人为主要方向，一旦新的词史资源进入创作视

野，成为学习热点，则选词家之选择尺度与词体观念发生差异乃是必然，具体到“诗人之词”、“词

人之词”这些旨在辨体的名目，其所指悄然有所蜕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清代最初的三十多年里，五

代北宋词被接受的程度总体上要远胜于南宋词，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南宋词家中，较受重视的唯有辛

弃疾一派，这在创作界与批评界中有着共同的反映。我们看王士禛谈到的四种词体，除了相对比较容

易辨别的英雄之词外，其余诗人之词、文人之词与词人之词三种全部与南宋词无涉（康与之为两宋之

交词人，从词学统系来看当上归北宋一路，并非南宋词之典型），这在清初不是个别现象。例如佟世

南、张星耀于康熙十七年编成当代词选《东白堂词选初集》，在集前所附的词论中，张星耀将词也分

成四种风格，其中也唯有辛弃疾与陆游两位南宋词人被拈出作为雄健一脉的代表，另外三类均集中在



北宋以前，论词与王士禛惊人地相似，佟世南更是在序文中明确地宣称词体“昉于陈隋、广于二唐、

盛于北宋、衰于南宋”(27)，可见重北宋而轻南宋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词学宗尚，因此，诗体与词

体、“诗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关于二者之间的辨析基本局限于北宋前的词体美学范畴之内。也

就是从康熙十七年开始，随着《词综》的问世，姜夔、张炎一系词家被朱彝尊推上前台，淳雅清空的

南宋格律词作为一种新的词史资源得到了全面的开发与利用，在随后的时间里逐渐改变了当代词体创

作的主流风潮。与之相关，清代词人的词体认知与国初三十年间相比也产生了距离。比如我们看“词

人之词”内涵的演变，王士禛以周、柳之词解之，邹祗谟转论当代，以沈谦等人比之；至清代中期，

田同之以晚唐五代之“花间”代言体解之，是以“词人之词”替换了王士禛所认同的“诗人之词”的

位置；直至晚清，谭献操持本朝选政，乃独尊纳兰性德为国初词人之词，是因为纳兰词中的一往情

深、不事雕琢之处在清初诸家中实有独得之妙，清人多比纳兰为李后主，谭献虽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

点，但对于纳兰词独抒性灵之长还是极为推崇，故而其所谓词人之词，是指词作因真情流露而形成的

“要眇宜修”(28)、“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殊美质，它离不开词人的心灵真实，谭氏对于词人之

词的解读，倒是更接近于田同之所说的“真多而假少”的诗人之词(29)。 

    由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从清初到晚清，“词人之词”在意义层面上的演化，

是以不断地取代前一阶段的“诗人之词”为特征的，那么，“诗人之词”在不断让位于“词人之词”

的过程中，其概念本身又有着怎样的变迁呢？从清初的情况来看，诗人之词的含义大致有两种，一种

就是如宗元鼎选吴伟业词时那样，将词上比诗三百，将温厚雅正、托物言志的诗学纲领嫁借到词体

上。不过这种做法通常只是一顶空泛的理论大帽子，缺乏实际内容，而且没有针对性，比如邹祗谟讲

诗人之词“托寄高旷”，强调言志寄托、感发怀抱，则“英雄之词”同样符合此标准，完全可以也归

入诗人之词。另一种即如王士禛，以诗人之词专指某一类词品。王士禛将晚唐五代词视为诗人之词，

意在以词体原生期的自然面貌作为救治长期以来词体曲化的良药。随着南宋词的被发见，清初词人对

于“诗人之词”这个概念的使用，越来越接近于以它来指示一种真正具备传统诗格特质的词格，也就

是真正地去沟通诗词二体的美学类型，而不再像之前那样，仅仅停留在名目的借用上。以姜夔为代表

的南宋格律派词人是词体雅化的最终完成者，其清劲骚雅之词体令清初浙派词人深为折服，后者乃标

举清空淳雅以为词学法门，所追尚者主要在于一个“清”字，而“清”这一种美学精神正是传统诗学

最为核心的理念之一，它是诗歌最基本的元素，同时也象征着士大夫挺拔峻洁的人格，因此，“清”

之美才被认为是高雅的。在浙派词人的推动下，“清”与“雅”这一对相生相辅的诗格被注入词格，

成为词体创作的要求和目标，“诗人之词”也就演化成为一个特指取法南宋清雅词格的概念，在这个

意义上，说清初词体日益成为诗体的姊妹艺术样式才落到了实处，甚至我们也可以认为，作词正越来

越接近于作诗。 

    作词越来越接近于作诗，那么选词是否也相应的越来越接近于选“诗”（具备上述诗格的词

作）？清初选词家在纂辑当代词选时会面临内外两方面合力所构成的“选者之难”，如果要在选本中

体现词体的这种嬗变，他们首先必须面对的外在干扰就是人际关系的牵制，而内在的、也就是关乎选

本类型建设的难点，即在于是否有勇气面对依然十分强大的传统词学观念，是否有勇气承受后者“实

非当行”的批评。清初安徽休宁词人江士式曾云： 

    文人选词，与诗人选词，总难言当行者。文人选词，为文人之词。诗人选词，为诗人之词。等而

下之，莽卤者胜，更恐失村夫子面目也。(30) 

    在江氏看来，文人之词与诗人之词都不是本色词格，因此文人选词与诗人选词也都“难言当

行”，言外之意，只有词人选词，才能选出当行词人之词。他的论断正确是否，我们暂且不管，只是

我们忍不住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选词就只有选词人之词一种选择吗？难道选本就只能以表现词人之

词的当行词体为唯一类型吗？更为直白地说，词人选词，为词人之词（假如这一逻辑成立），但是这

样的选本就一定优秀吗？清初清词选本放眼于当代，在词体创作发生某种时代性质变的进程中，如果

选词家一直拒绝接纳新变，那么总体上看选本作为文学读本未能反映当代创作的真实情态，其所承载

的批评效能也会有所缺失。我们看清初数十种之多的清词选本，篇制不一，体例各异，如果按照当时

所认可的“词人之词”来衡量，相对最纯粹的“词人之选”恐怕要属《东白堂词选初集》与《清平初

选后集》两种，这两部选本的重点选词对象如下： 

    《东白堂词选初集》(31)：张星耀111首、沈谦74首、佟世南51首、沈丰垣48首、陆进46首、彭孙

遹40首、王士禛38首、俞士彪37首； 

    《清平初选后集》(32)：张渊懿99首、田茂遇71首、宋徵舆53首、王士禛37首、邹祗谟26首、曹

尔堪26首、彭孙遹26首、宋徵璧25首。 

    这两部选本都问世于康熙十七年，前者是佟世南与张星耀等西陵词人合力编纂而成，所选当世词

家以西陵词人为最，后者是云间词人张渊懿、田茂遇编定，所选偏重于云间一地。以上所列二集选词



数量前八位之词人，《东白堂》一选中张星耀、沈谦、沈丰垣、陆进、俞士彪五人乃西陵词派成员，

《清平初选后集》中，张渊懿、田茂遇、宋徵舆、宋徵璧四人为云间词人，所以二部选集也都可以看

成郡邑词选的衍生。邹祗谟所点名的词人之词中，就有西陵词人沈谦，以沈谦、沈丰垣、陆进等人为

骨干的西陵词派是时人心目中写作“词人之词”的流派团体，而云间词派的宗风在清初词坛也被认为

是词家本格，因此这两种词选在清初清词选本中是最富“词人之词”色彩的。但是，无论是《东白

堂》还是《清平初选》，它们在词学建构上的意义都不能与此前的《倚声初集》以及此后的《瑶华

集》相比，除去选词态度上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选本类型上的原因。应当承认，与博观博取、随见

随录的选词方式相比，以选成派、以选为论的选法相对更为高级，《东白堂》、《清平》与《倚

声》、《瑶华》相比，前两种更接近于选派类型，后两种更接近于备史类型，可是为什么后者反而较

前者为优呢？这是由于清初清词选本的类型本来就比较芜杂，选派与存史都只能是相对而言，尽管作

为一个整体来看，《倚声初集》与《瑶华集》的选本类型不如《东白堂》及《清平》那样鲜明，但是

它们也能够在兼备的同时见出独得，两部选本的编者都突破了当代“词人之词”的藩篱，在选本中大

胆地展现了心目中的当代“诗人之词”，在各自的年代分别体现出了词体的变化趋势与实质，这是属

于它们自身特有的选派因素，而这一因素所包含的“风气转移”之力远非《东白堂》及《清平》二选

所能及。由此可见，在清初人选清初词的工作中，选派尤其需要与当下的词体动向相结合，如此才会

更有价值，这是当代词选的特殊要求。 

    当然，《倚声初集》与《瑶华集》之间的选词方向也是大不相同的，《倚声初集》比《东白堂词

选初集》及《清平初选后集》要早将近20年，《瑶华集》则是在《东白堂》、《清平》之后八年编定

的。王士禛、邹祗谟的辨体观念前文已多有陈述，作为《瑶华集》的编者，阳羡词人蒋景祁对此又有

怎样的理解？在《刻瑶华集述》中，蒋景祁如是言之： 

    填词与诗格等。而归于工妍，则为论尤严……近惟陈检讨其年，惊才逸艳，不可以常律拘；而体

制精整，必当以白石、玉田诸君子为法，守此格者，则秀水朱日讲竹垞耳。(33) 

    蒋景祁开宗明义地宣称“填词与诗格等”，也就是认为词体创作理所当然地要以诗学诗法为规

范，词格应该与诗格相通，进而言之，词应当自觉向诗靠拢从而成为后者之一体。“与诗格等”的词

格究竟是哪一种？蒋景祁明确地指出，应当以南宋姜夔、张炎一派为准绳，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他对

于诗词相通的具体要求，也就是落实到了上文所述“清”这一经典诗歌美学范畴内，而在当代，这种

清雅词格的代表作家就是浙西宗主朱彝尊，至于陈维崧，在这里是被作为一个“不可以常律拘”的特

例来提出的。蒋景祁在编定《瑶华集》之后曾经帮助聂先、曾王孙编纂《百名家词钞》，在其中所选

徐惺《横江词》之后，蒋氏评论道： 

    词于文章家为一体，而今作者率趋焉。纵横凌厉，往往举其全力赴之，固不必专尊词人之词为当

行本色也。(34) 

    在这里，蒋景祁作出了与江士式完全相反的判断，认为在词体属性的理解上，“不必专尊词人之

词为当行本色”，作词如此，选词同样如此。《瑶华集》选词以陈维崧与朱彝尊为两大宗，以阳羡词

人与浙西词人为两大派，但是联系以上“填词与诗格等”这一则例言来看，蒋景祁本人对于词之文体

特质的认识，恐怕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他对浙派词的选择上，他选阳羡词人应该是包含着更多的其他因

素（比如人事关系），在《瑶华集》中，蒋景祁用自己的选词理论和选词实践表明了他本人的辨体

观，表明了他对当代独特的“诗人之词”的肯定与自信。《倚声初集》虽然选词不完全为“词人之

词”所囿，但对于“诗人之词”、“词人之词”究竟如何定性，王士禛与邹祗谟两位选家思考尚未十

分透彻，尤其在涉及当代词人时甚至会比较矛盾，是以此集虽能提出辨体之名，其辨体之实却仍不太

清晰；而从《倚声初集》到《瑶华集》，再结合这期间《东白堂词选初集》、《清平初选后集》等其

他选本来宏观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清初清词选本正是在一条以选“诗”为选词的曲折道路上艰难地

传达着清初词人改造词体的良苦用心。所谓作词难，选词难，在清初这样一个词学复兴的特殊时代选

录当代作者，可谓难上加难，对于今人而言，剥离这些当代词选的各种驳杂成分，直面选家之心，又

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注释： 

    ①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作词之难”、卷八“张氏《词选》为古今善本”二则，《词话

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俞彦：《爰园词话》，《词话丛编》本，第401页。 

    ③傅燮詷：《词觏》发凡，转引自赵尊岳：《词籍提要》，《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上海：

上海书店，1985年，第89页。《词觏》是傅燮詷于康熙二十八年编定的一部当代词选。 

    ④比如周铭在为自己编辑的《松陵绝妙词选》撰写凡例时就声称“诗余乃乐府之变”；《清平初

选后集》编者之一田茂遇也作序云“窃谓词亦唐律体之流，律体以五七言为准，至于词错综变化，视



五七言而加而杀，繁简虽悬，尺度判不可越”，又云“盖词既唐律体之流，则其时代升降，体裁正

变，亦犹诗在唐时”；陈维崧《今词苑序》则曰“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

乐府也”，皆属此类。 

    ⑤宗元鼎：《诗余花钿集》卷之首吴伟业词后，康熙东原草堂刻本。 

    ⑥尤侗：《〈梅村词〉序》，《西堂杂组三集》卷三，《西堂全集》本，《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0页。 

    ⑦尤侗：《祭吴祭酒文》，《西堂杂组二集》卷八，《西堂全集》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06

册，第383页。 

    ⑧宗元鼎《诗余花钿集》卷之首郑侠如《满江红·大理石屏》词后，康熙东原草堂刻本。 

    ⑨王士禛、邹祗谟：《倚声初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29册，第164页。 

    ⑩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第656页。案或以为是论亦出自王士禛，然今所见

渔洋论著中未有此条，细味文意，起首“阮亭尝云”一句当即邹氏引自王氏《倚声初集》序文，以下

则当为邹氏自述。 

    (11)李复：《与侯谟秀才》三首其三，《潏水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21

册，第51页。 

    (12)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9页。 

    (13)见宋人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九“馆中论诗”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166册，第189页。 

    (14)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三首其二，《苏轼文集》卷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1560页。 

    (15)李清照：《词论》，《李清照集笺注》卷三，徐培均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267页。 

    (16)苏轼：《与陈季常》十六首其十三，《苏轼文集》卷五十三，第1569页。 

    (17)晁补之：《复斋漫录》，转引自《历代词话》本《评本朝乐章》，第11页。 

    (18)李清照：《词论》，《李清照集笺注》卷三，第267页。 

    (19)李清照：《词论》，《李清照集笺注》卷三，第267页。 

    (20)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词话》本，第309页。 

    (21)例如就词选史而言，清初《清平初选后集》编者之一田茂遇在此集序文中主张广收各种词

风，即引王士禛之论：“新城王氏曰，有诗人之词，有文人之词，有词人之词，有英雄之词，此愚言

之一证也。”一直到现代胡适辑《词选》，仍以“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三类来

区分，足见渔洋词论之影响。 

    (22)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钞·文江酬唱》后邓汉仪评语，康熙绿荫堂刻本。 

    (23)田同之：《西圃词说》，《词话丛编》本，第1449页。 

    (24)田同之：《西圃词说》，《词话丛编》本，第1449页。 

    (25)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本，第4013页。 

    (26)《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文苑一·顾贞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61-13362

页。 

    (27)佟世南：《东白堂词选初集小引》，《东白堂词选初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42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16页。 

    (28)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词话丛编》本，第4258页。 

    (29)晚清词学界持此种观点者甚众，如况周颐云：“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

脱稿。”即其一证。况氏语见《香海棠馆词话》，《历代词话续编》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116页。 

    (30)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此则词评乃沈雄转引自《梅墩词话》，江士式字梅墩，故

以之归江氏名下，《词话丛编》本，第881页。 

    (31)此集选有少量明代词人，其中以刘基（52首）为之冠，其余皆未有超过30首者。 

    (32)此集版刻不一，此据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十七年刻本统计。 

    (33)蒋景祁：《刻瑶华集述》第二十四则，《瑶华集》卷首，康熙二十六年天藜阁刻本。 

    (34)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钞·横江词》后评语，康熙绿荫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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